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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干部的数字能力对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影响村干部的数字能力的因素展开

研究，有利于乡村“数治”效能的发挥。本研究以川渝地区村干部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挖掘一手

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村干部数字能力受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内因包括主体条件和技术感知与应用，外因包括支持可供性和发展环

境，内、外部因素共同嵌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村干部的数字能力产生影响。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在乡

村“数治”实践中的作用，需从内部主体价值回归和外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两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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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village cadr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village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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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takes village cadres in Si-
chuan and Chong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ines primary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root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reasons affecting the digital 
capacity of village cadre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ability of village cadres is affec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which 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subjective conditions and technology percep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support availability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re embedded together as an organic whole, which have an im-
pact on the digital ability of village cadr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value of the inter-
nal subject and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multiple extern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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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村干部作为数字乡村治理主体中的“关键少数”，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成功的决

定性因素[1]。村干部的数字能力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的重要推动力，对数字技术扎根数字乡村治

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增强领导干部的

数字思维、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2]；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

作要点》继续增强领导干部在数字化时代的履职能力，提升其学网、懂网、用网的能力[3]。这表明数字能力

已经成为新时代干部的必备本领[4]。在作者有关乡村“数治”实践的调研中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和工具的大

量置入，村干部无法有效应对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全过程，这直接影响数字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由此，

探究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根源，成为解放村干部自身数字桎梏和激发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突破口。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传统治理观念[5]、年龄问题[6]、教育水平[7]对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进行解释

说明。然而，数字能力水平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孤立地分析各影响因子并不能解释治理主体在实

践中衍生出的各项矛盾。重新审视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的底层逻辑，系统剖析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

素，对有效化解数字乡村治理难题、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方法，将村干部置身于数字化治理情境，自下而上追溯影

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根源，探索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及其逻辑关系，构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

素结构模型。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前国内外关于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研

究还有较大空间，相关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尚不完善，本研究尝试构建的结构模型，可为村干部数字能

力提升方案制定提供参考；二是在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中，为评价村干部数字能力本身提供了可选视角，

以助力数字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能力相关研究 

数字能力源于 Paul Gilster 提出的数字素养一词，他认为数字素养是理解和使用各种信息源和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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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8]。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人们需要凭借一种积极的素养有效地参与和融入社会活动，可见素养已然

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生存技能[9]。而随着社会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素养正在向更高级的数字能力转变。

2006 年欧盟把数字能力界定为使用计算机检索、评估、储存、生产、呈现和交换信息以及通过互联网进

行交流和参与协作的能力。2013 年，欧盟联合研究中心进一步阐明数字能力是能够自信地、批判地及创

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涵盖信息能力、传播能力、内容创造能力、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五

个维度。2018 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 4.4.2》在原有的五个维度上新增“设备与软件操

作”和“职业相关的能力”维度[10]。国内学者王佑镁等[11]认为数字能力相比素养是更高阶的能力，包

含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态度三个维度。关于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

李发戈[12]认为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既包括了公民数字素养技能要素的共性特点，又体现出明显的职业角

色特征，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构建数字思维、数字决策、数字执行、数字创造、数字安全和数字伦理

等 6 个能力域的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体系框架。根据已有研究对数字能力的界定，本研究对村干部数字能

力的内涵概括如下：村干部依托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以捕捉、整合、利用信息资源为路径开展“三农”

工作，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职业能力。 

2.2. 村干部数字能力的相关研究 

当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能力建设的意义、现实困境和提升策略三方面。关

于对村干部数字能力建设意义方面，研究者认为提升干部的数字化能力既是治理之需也是时代之势[13]，
村干部数字能力的高低不仅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而且对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14]，同时在优化数字治理体系突破[15]、农村人才振兴瓶颈[16]等方面意义重大。关于村干部数

字能力的现实困境方面，研究者发现部分村干部表现出数字治理意识薄弱、数字认知不足[17]、网络治理

能力缺失[18]以及缺乏数字知识[19]等问题。研究充分认识当前农村干部数字能力的不足，但对于以上问

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剖析。针对以上困境，研究者从实践角度提出对策意见，比如通过加强宣传

和组织培训，提升建设数字乡村的理念[20]，完善农村数字治理基础配套体系等[21]。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探究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已有研究多从外

部视角探讨村干部数字能力发展现状问题，从主体视角挖掘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鲜见。

基于此，本研究以川渝地区村干部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并分析影响村干部数

字能力的构成要素，以构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方法开展研究。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 Barney Glaser 和 An-
selm Strauss 于 1967 年首次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22]，后经发展形成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

和建构型扎根理论三个主要学派[23]。扎根理论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以

此建立理论。在国家一再强调领导干部数字能力重要性的情境下，“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内涵在

此之前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和发展，而基于扎根理论的调查方法能够使得研究扎根到现实实践情境中去，

通过深度访谈了解村干部实际工作，并深入把握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研究选择

该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访谈所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实质性编码，首先通过精读原始资料并初

步分解和定义，将标签概念化并形成初始化范畴；其次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抽象化处理，将资料维度化并

聚合形成主范畴；再通过选择性编码来挖掘出核心范畴，找到各范畴间所隐含的联结关系，作为构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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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模型的理论基础。在完成编码后，还需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证明理论达到饱和状态，最终完

成理论构建，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grounded theory coding 
图 1. 扎根理论编码示意图 

3.2. 数据来源 

访谈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确保样本对数字能力及其特征有充分理解，以保证观点的

可靠性并满足定性研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二是本研究对样本的性别、从业年限和岗位分布进行平衡，

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有效性。据此，本研究选取来自川渝地区的 20 名村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包

括 8 名市区城郊地区、7 名偏远农村地区和 5 名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占比为 6:4，受访者从业年限均在 2
年以上，最高有 20 年，并涵盖村书记、村主任、村文书等多个职位。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取一手资料，访谈提纲以村干部自身工作经历为核心，最终形成开放式

访谈题目：“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谈谈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正式访谈前，选取

2 名村干部进行预访谈并对访谈提纲进行调整与完善。正式访谈共整理获得 6 万余字的访谈记录，抽取

18 份访谈记录并通过 Nvivo 12 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其余 2 份访谈记录用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确保研

究结论的科学性。 

4.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作者与一位具有相同研究背景的博士背靠背编码的方法进行，两位编码者均对本研究编

码要求和 Nvivo 12 软件编码操作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在正式编码前，两人先对同一份访谈文本进行了

试编码，并通过深入讨论明确了标签和类属信息，从而确保正式编码过程中的内部一致性达到良好水平。 

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整个编码过程的第一步，首先通过对原始语句的逐字分析以提炼概括村干部数字能力

影响因素的标签，用 Ln 表示；其次去除含糊标签，合并相似标签，将确定的标签整合成初始概念，用 Tn
表示。最终提炼出 126 个标签和 60 个初始概念，定义标签和初始概念的编码过程列举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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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results 
表 1. 开放式编码结果列举 

提取的原始语句列举 定义标签(Ln) 初始概念(Tn) 

如果网络无法到达我们这些乡村地区的话，一些数字工具就很难

得到正常的一个运用和运转。这硬件设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首

先必须有这个网络数字环境。 

L1 网络基础设施 T1 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L3 数字环境  

L4 网络技术支持  

有些村干部即将退休了，你现在说让他用这个东西，他自己个人

认知上也接受不了，然后他也觉得这个没什么，以前的方法也行

得通，他觉得不重要。 

L23 年龄 T2 年龄 

L24 个人认识  

L25 办公习惯  

如果那个不增强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意识的话， 那么在互联网思

维上的跟不上啊，信息知识储备不够啊，或者是信息能力不强的

话会导致领导在做业务的时候在数字领域方面难以开展工作。 

L73 数字意识 T20 信息知识储备 

L74 互联网思维  

L75 信息知识储备  

L76 技术应用能力  

现在政府整体办公方式在慢慢得就开始往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式

转变，所以基层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倒逼他们去学习

数字化的办公方式。 

L89 工作内容 T36 政府政策 

L90 政府办公方式  

L92 办公需求  

我就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人，要担起身上的责任，这是我的底线，

我对上面要求的任务工作都要做好。 
L13 乡土情怀 T41 职业认同感 

L115 工作责任  

现在互联网非常方便，想买票、买生活用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

利；在以前要想找一个人落实(村务)，太难找了，现在的话可以

用手机电话、微信联系，非常方便。 

L86 便捷性 T22 数字有用性 

L111 办公高效  

  
 

开放式编码的最后一步是将获得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通过对访谈文本的进一步梳理，不断对比

初始概念下原始语句之间的联系，将含义类似或同属一类的初始概念进行整合，最后归纳出 13 个副范畴，

用 An 表示。初始概念范畴化编码列举见表 2。 
 

Table 2. Initial conceptual categorization 
表 2. 初始概念范畴化 

副范畴(An) 初始概念(Tn) 

A1 个人素养 T29 教育背景 

 T30 数字认知 

A2 政府支持 T35 政府数字化转型 

 T57 政府政策 

A3 战略环境 T36 数字乡村建设 

 T23 宏观环境 

A4 数字技术应用 T6 数字技术使用深度 

 T7 数字技术使用广度 

A5 乡村数字基建 T24 办公设备 

 T1 乡村网络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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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6 社会组织支持 T45 数字培训 

 T15 社会技术 

 T8 社会资源 

A7 身体状况 T3 年龄 

 T52 健康状况 

A8 心理因素 T19 工作动机 

 T48 自我效能 

A9 乡土特性 T9 地域特征 

 T10 传统农耕文明 

 T50 乡村环境 

A10 数字态度 T16 数字技术信任 

 T48 网络安全意识 

A11 群众支持 T12 村民数字认同 

 T31 村民对数字化的响应

力 
A12 技术接受力 T21 数字易用性 

 T22 数字有用性 

4.2. 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是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其进行归纳提炼，抽取更具概括性的理论

维度，最终归纳出 4 个主范畴，用 Sn 表示，分别是主体条件、技术感知与应用、支持可供性、发展环境，

主范畴编码结果见表 3。 
 
Table 3. Spindle encoding results 
表 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Sn) 副范畴(An) 概念与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S1 主体条件 A1 个人素养 主体表现出教育背景、数字认识和知识的综合素养 

 A7 身体状况 主体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 

 A8 心理因素 由主体工作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引发的心理反映 

S2 技术感知与应用 A10 数字态度 对数字技术及应用的态度 

 A12 技术接受力 对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 

 A4 数字技术应用 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的深度和广度 

S3 支持可供性 A2 政府支持 数字政府转型要求及组织的社会培训等支持 

 A6 社会组织支持 高校、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撑 

 A11 群众支持 村民对乡村数字技术融入的态度和回应能力支持 

S4 发展环境 A3 战略环境 数字乡村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等宏观环境 

 A5 乡村数字基建 农村宽带、数字平台、5G 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 

 A9 乡土特性 不同乡村的民俗、生活、经济发展特征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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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编码的最后一步，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主范畴进行

分析、整合，根据一定的层次和逻辑关系提炼出更高级的类属即核心范畴，并分析核心范畴和主范畴以

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最后初步搭建能够准确反映整体研究现象的结构模型。本研究的编码

过程主要围绕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进行展开，因此核心范畴为“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

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的逻辑线条可以概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主体条件和技术感知与应用，

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支持可供性和发展环境。其中主体条件包括个人素质、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技术感

知与应用包括数字态度、技术接受力和数字技术应用；社会支持可供性包括政府因素、社会技术支持和

群众支持；发展环境包括战略环境、乡村数字基建和乡土特性。由此，构建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

素结构模型”，其中实线部分代表内部影响因素及范畴，虚线部分代表外部影响因素，见图 2。 
 

 
Figure 2. Structur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cadres’ digital ability 
图 2. 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研究通过对预留的 2 份访谈文稿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反复对比编码结果，没有发现新的类属关系。

由此，本研究认为编码范畴已达到了理论上的相对饱和状态，有关抽样和访谈工作至此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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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结果与讨论 

5.1. 内部因素 

5.1.1. 主体条件 
主体条件是考察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基本出发点，主体的个人素养、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是影响村干

部数字能力的基本因素，对村干部数字能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个人素养的高低决定了村干部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发生变化时，是否能更快吸收数字信息和技术

并做出反应。访谈发现，村干部素质各异，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接受能力的程度也不同。具备良好个人

素质的村干部，往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掌握更丰富的信息知识，从而达到理解数字相关概念和把握数

字背后逻辑的基本条件。 
当前全国村干部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4]，但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村干部老龄化依然

明显[25]。在访谈过程中发现，部分地区村干部由于年龄较高，身体机能随之下降，这直接影响村干部对

数字技术的学习和使用。 
心理因素包括工作动机和自我效能两个方面。工作动机是行为的原动力，受村干部的职业认同感和

工资收入影响。村干部对工作是否充满热情，是否认同自己的职业，直接影响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意

愿。而工资收入则是现实条件，这会成为影响工作效率和积极性的障碍。自我效能是村干部在乡村数字

化情境中，能否调动自身能量、处理数字工作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目标的能力的信念。 

5.1.2. 技术感知和应用 
技术感知和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感知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数字技术感知表现为主体对数字技

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数字技术应用则是指在工作中对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两者涵盖了数字态度、技

术接受力和数字技术应用三个层面。 
数字态度蕴含着村干部对数字事物的主观评价，而这种主观评价往往受村干部的安全意识和对数字

技术的信任度等方面的影响。数字技术接受力本质上是数字接受模型的运用，指用户对信息技术所能接

受的程度，是由感知数字的易用性和有用性决定的[26]。感知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反映的是主体在主观上认

为使用数字技术的难易程度。感知数字技术的有用性反映的是主体认为使用数字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和质量及生活便利性的程度，对村干部接受数字技术有正向强化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涵盖数字技术应用深度和数字技术应用广度两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深度强调熟练运用

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广度则指在多个相关领域内技术的了解和应用，体现在将数字技术融入

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广泛能力，这更全面反映村干部的数字综合能力。 

5.2. 外部因素 

5.2.1. 支持可供性 
支持可供性从外部向村干部数字能力发展提供保障，分别包括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支持和群众支持

三方面，既着力于“物”的层面，同时也注重“人”在支持体系中的影响。 
政府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政策引导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政府制定的乡村数字发展规划，为乡

村的数字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政策引导下提供的资金、人力支撑对干部数字建设信心起到重

要驱动作用。此外，政府数字化转型促使基层干部采用数字化办公方式，并提升其数字技能，如网络化、

电子化、数字化的办公方式转变要求学习使用电脑和上传表格，从而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能力。 
社会组织支持指涉农高校及相关企业等社会力量对乡村数字建设方面的帮扶和支持，其中包括技术

研发、培训服务等方面，从“物”的层面为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一些社会企业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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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发适合乡村的信息化平台，以助力乡村数字发展。而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同样为乡村的

数字化建设输送人才和技术服务。 
群众支持强调以“人”为核心，主体是指参与乡村治理的村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民的

数字认同，二是村民数字回应。村民的数字认同表现出村民在面对村务数字化过程中的态度和意愿，这

也会影响村干部对数字工作的认知和工作积极性；数字回应是指村民在数字化时代，村民对数字化村务

参与、民生服务等活动做出的一些系列反馈行为和举措。他们的数字回应受自身的数字素养限制，其产

生的无效的反馈行为和抵触情绪也影响着村干部的数字工作的积极性。 

5.2.2. 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是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外部客观因素，本研究从社会整体环境到独立的乡村环境视角，

探讨外部环境对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从战略环境、乡村数字基建和乡土特性三方面进行阐述。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进对村干部的数字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这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机遇。在此

背景下，村干部肩负着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重任，而作为乡村建设的“总负责人”，这不仅要求村干部具

备扎实的数字技能，还要善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生产生活和治理等方面。而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也

为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迎来契机。 
在探讨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时，必须首先回答乡村数字基建“有没有”的问题，即乡村是否

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狭义上说数字基建是指乡村工作场所中需配备的网络设施、信息化设

施和数字设备等，没有数字基建，乡村数字建设和村干部的数字工作就无从谈起。乡村数字基建与村干

部的数字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基础设施到位，村干部才能开展数字工作。 
乡土特性通常是指在乡村地区，由于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所形成的一

种独特的现象和风格，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地域性。村干部数字能力正是内嵌于这一环境之中，但由于

长期习惯于乡村生活，导致他们缺乏数字化思维以及使用数字信息等能力。例如有偏远地区的村干部表

示“我们这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这个村镇的，现在生活好有机会走出去，但也不愿意出去了。”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的自身条件与数字技术的感知和应用因素，这决定

了村干部是否具备接纳和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支持可供性和发展环境，这为村干部

提供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条件和机会。内外部影响因素相互支持，共同构成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

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表现出动态特征，即随着数字乡村发展阶段的变化，该体系内部各构成要

素也在不断变化的，这种能力动态性也说明村干部的数字能力不仅是必须具备的，而且还要不断地迭代

升级。 

6.2. 展望 

未来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更应注重从内、外视角提升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从内部视角

出发主张村干部主体价值回归。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有力推动下，现有政策多依循资

源灌输式逻辑，乡村处于被动接受数字技术的一方[27]，大多村干部在数字行动过程中只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并未把握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本质与内核，这与村干部主体价值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未来数

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融合发展，必须依赖于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并依托数字环境的巨大潜力，改变

主体的感知和认知[28]，以此实现主体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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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视角出发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本研究的多元主体即政府、社会组织、乡村群众三方。具

体而言，乡镇政府应厘清自身角色，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要充分整合各类资源，积极

引导和支持各主体参与治理实践。社会组织在提升村干部数字能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高校等

社会组织在领导干部技能培训上起到显著作用。村民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主力军”，村民对数字技术进

入乡村的态度深刻影响着村干部数字工作和能力建设，注重村民参与数字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培养，发挥

村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核心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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